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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随着数字化转型的推进， 数字技术对劳动力结构的冲击引起广泛关注。 文章基

于微观企业主体视角， 采用 ２０１１ － ２０２０ 年中国沪深上市企业面板数据， 研究数字化转型对

制造业企业劳动力结构变动的影响及内在机理。 研究表明， 从劳动力学历结构来看， 数字

化转型有助于减少低学历劳动者的需求， 同时增加高学历劳动者的需求， 并优化企业的学

历结构； 从劳动力岗位结构来看， 数字化转型对生产型员工产生替代作用， 对销售型和技

术型员工产生互补作用， 有助于推动劳动力岗位结构调整， 经过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

后， 结论依然稳健。 机制检验表明， 数字化转型有助于企业对内增强专业化分工优势， 对

外提升供应链效率， 以优化产业链， 从而增加企业对高技能员工的需求， 促进劳动力结构

升级； 同时劳动保护水平的提升使得企业更倾向于雇佣高技能劳动力， 挤压低技能劳动力

需求。 异质性分析发现， 相对于中小型企业和非高新技术企业， 数字化转型对大型企业和

高新技术企业劳动力结构升级的推动作用更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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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 “十四五” 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发展规划》 提出， 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

以数字化转型为主要抓手， 加快重点行业数字化转型， 激发企业融合发展活力。 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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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转型已成为制造业企业改造传统生产模式、 培育新动能的重要途径， 数字化转

型企业借助数字技术不断升级改造传统的组织结构和商业模式， 实现提质增效。 同时，
在数字化背景下， 中国劳动力市场愈发表现为与劳动者技能不匹配的结构性矛盾 （蔡
昉， ２０１７）， 而稳就业是当前经济结构转型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目标。 如何在推进

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同时保持就业市场稳定， 成为全面推进数字化转型助力经济高质

量发展需要考虑的重大议题。
国际上， 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和常规任务理论被认为是解释技术对劳动力结构影

响的主要理论， 均认为技术对劳动力结构的技能分布产生了异质影响。 技能偏向性解

释了技术进步引发劳动力需求向高技能工人转移， 技能和劳动力需求之间的这种单调

关系是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开始不平等加剧的最初根源 （Ｋａｔｚ ＆ Ｍｕｒｐｈｙ， １９９２； Ｂａｌｓｍｅｉｅｒ

＆ Ｗｏｅｒｔｅｒ， ２０１９）。 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开始， 随着许多中等技能工人 （主要从事常规

密集型工作） 被取代， 工资和工作两极分化加速。 对此， 常规任务理论显然有更大的

解释力， 该理论认为自动化的提高导致对中等技能工人执行的常规任务的需求下降，
而对低技能和高技能工人执行的非常规任务的需求增加 （Ａｕｔｏ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３）。

国内关于数字化转型与劳动力结构的研究， 部分学者认为数字技术通过促进企业

生产规模扩张 （官华平等， ２０２３）、 企业组织变化 （宁光杰、 林子亮， ２０１４）、 产业结

构升级 （孙早、 侯玉琳， ２０１９） 等途径引发劳动力结构变动。 立足于产业链供应链视

角， 数字化转型不仅显著促进企业专业化分工水平 （袁淳等， ２０２１）， 而且增强产业链

供应链韧性 （陶锋等， ２０２３）， 却几乎没有文献讨论专业化分工或产业链优化如何影响

企业劳动力结构。 立足于劳动保护视角， 在劳动保护程度较高地区， 由于受到解雇限

制和监管规定的制约， 即使引入新技术或新机器， 企业也无法灵活地根据最优员工配

置进行人员调整或解除劳动合同 （孔高文等， ２０２０）， 对新技术带来的就业冲击产生一

定的缓冲作用， 从而影响企业内部的劳动力结构调整。 纵观现有文献， 在数字化转型

与劳动力结构相关研究有一定的积累， 但是， 从产业链优化和劳动保护的视角， 探讨

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劳动力结构变动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拓展。
基于此， 本文考察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劳动力结构变动的影响， 同时探讨产

业链优化在其中发挥的作用， 分析劳动保护在数字化转型与劳动力结构之间的调节和

稳定器角色。 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 第一， 现有研究大多采用受教育程度衡量劳动力

技能结构的变化， 但对制造业岗位变动和调整的关注较少， 而不同岗位有不同的技能

要求， 岗位性质可以更准确地描述劳动者在特定岗位上所需的技能和知识。 本文从学

历结构和岗位结构双重视角探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力结构变动的影响， 为数字

·８９·

劳动经济研究　 ２０２３ 年第 １１ 卷第 ６ 期



化转型企业的劳动力结构变动提供更为全面的分析。 第二， 已有文献大多关注数字技

术的就业效应， 而随着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推进， 系统考察数字技术对劳动力结构的影

响以及产业链优化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为揭示数字化转型影响劳动力

结构变动的内在机理提供了新的思路。 第三， 从社会保险和最低工资的双重视角出发，
检验劳动保护是否在数字化转型与劳动力结构调整过程中起到调节和稳定器角色， 扩

展了数字化转型与劳动力结构领域的研究， 丰富了后续的研究视角。

二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 文献综述

最早关于数字技术与劳动力结构的影响研究主要集中于欧美等发达国家， 引起劳

动力市场结构变动的机制分析概括起来有四种。 基于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理论， 技术

进步具有技能偏向性， 企业更倾向于引进与新技术互补的高技能劳动力， 从而推动高

技能劳动力需求增长， 使劳动力结构呈现 “单极化” 特征 （Ｋａｔｚ ＆ Ｍｕｒｐｈｙ， １９９２）。

Ａｋｅｒｍａ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 采用挪威雇主—雇员数据， 研究发现企业采用宽带互联网提高了

高技能员工的边际生产率， 降低了中低技能员工的边际生产率， 即宽带互联网在企业

中的应用补充了高技能员工， 并替代了中低技能员工。 Ｂａｌｓｍｅｉｅｒ ＆ Ｗｏｅｒｔｅｒ （２０１９） 研

究发现， 瑞士数字技术投资与高技能工人的就业正相关， 与低技能工人的就业负相关。
然而该理论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后受到挑战， 无法解释高技能和低技能职业相对于中等技

能职业的广泛增加。
基于常规任务理论， 技术进步会替代执行重复性、 程序化常规型任务的劳动者， 同

时补充劳动者执行非常规的问题解决和复杂的沟通任务 （Ａｕｔｏ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３）。 从专业化

分工的角度， 随着 “云、 网、 端” 为核心的数字基础设施的逐步完善， 企业在外部市场

的交易成本持续下降， 当维持庞大的生产链变得不经济时， 企业倾向于将非核心的生产

环节拆分到不同的节点企业 （外包） 来完成， 促使企业往小型化、 专业化的方向发展

（Ｂｒｙｎｊｏｌｆｓｓｏｎ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４）， 从而更专注于核心业务， 对专业化人才的需求增加 （Ｆｅｅｎｓｔｒａ
＆ Ｈａｎｓｏｎ， １９９６）。 从企业组织结构的变化出发， 技术进步对企业的信息传递和决策结构

带来巨大冲击， 推动组织架构向扁平化转变， 并赋予员工更多自主权， 在决策模式上由

集权决策演变为分权决策 （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７）， 从而要求劳动者具备更强的分析和解

决问题的能力， 这都提高了劳动者的技能要求， 进而引致劳动力结构升级。

国内关于数字技术对劳动力结构的影响研究， 主要聚焦在新时期中国劳动力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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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化趋势和特征的刻画。 数字化技术与劳动力结构的研究集中在宏观、 行业和企业

层面， 认为数字技术采用使劳动力结构呈现两极化、 单极化， 甚至反极化。 孙早和侯

玉琳 （２０１９） 采用各省份的受教育程度划分就业结构， 发现工业智能化引发就业结构

呈现 “两极化” 特征， 先进机器设备的引进对中技能劳动者产生挤出效应， 同时对低

技能和高技能劳动者产生补偿效应； 而在东南沿海地区则表现为高技能劳动力就业的

增加， 低技能劳动力就业的减少， 呈现就业结构 “单极化” 趋势。 杨白冰等 （２０２３）
则以企业员工的受教育程度衡量劳动力技能结构， 发现数字化转型导致企业劳动力技

能结构呈现出 “单极化” 态势， 即推动高技能劳动力需求的增长， 同时减少低技能劳

动力需求。 李磊等 （２０２１） 聚焦中国工业企业， 发现机器人应用促使中国劳动力结构

呈现 “反极化” 的趋势， 也即机器人应用显著增加中技能劳动力的就业份额， 同时显

著减少低技能和高技能劳动力的就业份额。
综上所述， 目前关于数字化转型与劳动力结构研究， 第一， 普遍观点认为数字技

术的应用会挤出中技能劳动力， 增加高技能劳动力， 而对低技能劳动力的影响结论尚

未达成一致。 第二， 现有文献更多是集中在区域、 行业等宏观层面， 缺乏对微观企业

的深入分析， 本文基于微观企业主体视角， 将产业链优化和劳动保护纳入分析框架，
打开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劳动力结构调整的 “黑箱”， 探讨产业链优化的中介作用和劳

动保护的调节效应。 第三， 现有研究大多采用受教育程度衡量劳动力技能结构的变化，
但对制造业岗位变动和调整的关注较少， 本文从学历结构和岗位结构双重视角探讨制

造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力结构变动的影响， 为数字化转型企业的劳动力结构变动提供

更为全面的分析。
（二） 产业链优化的机理分析

产业链是指企业内部和企业之间为生产最终产品或服务所经历的价值增值的过程，
它涵盖了从原材料到最终消费品的各个环节 （芮明杰、 刘明宇， ２００６）。 产业链优化既

包括了企业内部生产链的优化， 也包括对企业外部供应链的优化。 一方面， 产品或服

务提供可以在一个企业内部进行 （企业纵向一体化）， 也可以由分散在产业链节点上的

各个企业完成。 基于交易费用理论， 企业内部一体化还是专业化分工， 取决于市场交

易费用与企业内部管控成本。 当外部交易成本较低时， 企业倾向于专业化分工 （Ｃｈｅｎ

＆ Ｋａｍａｌ， ２０１６）， 而数字化转型可以减少企业的外部交易成本， 如搜寻成本， 在签订

合同过程中的协商、 谈判、 监督等成本， 因交易对手违约等合约成本， 这将促使企业

倾向于外部市场进行交易， 从而有助于专业化发展 （袁淳等， ２０２１）。 这使劳动力专注

于其领域的工作， 更加精细化地处理任务， 减少冗余和浪费， 同时专注于提高产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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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这对企业内部生产链条的不同环节来说是有益的， 从而推动企业内部产业链优化。

另一方面， 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 企业与上下游企业间的数据合作与共享， 涵盖了原材

料采购、 技术合作开发、 数据流转和客户关系管理等方面， 企业间的互联互通以及数字

化平台充当了数据流转的关键枢纽， 实现数字化技术将数据和信息快速传送至产业链的

各个环节。 当企业的信息共享程度提高时， 供应链分工协作效率也随之提升 （张倩肖、
段义学， ２０２３）。 因此随着供应链效率的提升， 企业外部的产业链结构获得优化。

随着产业链结构的优化升级， 企业对于不同技能水平员工的雇佣决策也会发生变

化， 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 企业选择专业化分工的产业链优化模式， 注

重规模的经济性， 逐步将非核心环节外包出去 （Ｂｒｙｎｊｏｌｆｓｓｏｎ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４）， 企业会减少

对从事重复性、 程序化常规型工作的劳动力需求， 使得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减少。 与

此同时， 企业将更多资源聚焦在具有比较优势和战略价值的核心环节上， 提高专业化

程度， 进一步扩大专业化人才的需求， 推动对高技能劳动力需求的提升 （Ｆｅｅｎｓｔｒａ ＆
Ｈａｎｓｏｎ， １９９６）。

第二， 随着供应链效率的提升， 企业外部的产业链结构优化， 这使得企业聚焦高

效的信息管理， 及时开展生产控制和生产计划调整， 降低企业的呆滞库存， 避免呆滞

物料的产生。 同时对企业的信息传递和决策结构带来巨大冲击， 推动组织架构向扁平

化转变， 并赋予员工更多自主权， 在决策模式上由集权决策演变为分权决策

（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７）。 这要求组织结构具备更高的灵活性和敏捷性， 以便快速应对

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 也给管理人员增加了更多的沟通任务， 企业更加需要劳动者具

备较强的人际沟通能力， 而高技能劳动者更善于沟通， 以确保信息的准确性和一致性，

减轻信息传递的负担 （Ｚａｍｍｕｔｏ ＆ Ｏ􀆳Ｃｏｎｎｏｒ， １９９２）。 再加上适应新的技术本身就比固

定生产作业需要更强的认知能力、 灵活性和自我管理能力， 这都提高了对高技能劳动

力的需求 （宁光杰、 林子亮， ２０１４）。
第三， 随着产业链的优化升级， 企业不再仅仅关注制造过程， 而更多涉足研发和

设计领域， 这种战略性的上游扩展使企业更好地控制产品创新和质量， 促使制造企业

向价值链上游攀升， 同时服务化也将成为企业的重要战略性变革， 推动企业从价值链

中游向价值链下游的延伸， 使企业开拓售后服务、 个性化解决方案等业务， 从而增强

企业对研发设计、 销售服务、 市场咨询等从事复杂性、 知识性工作的劳动力需求， 更

倾向于雇佣高技能劳动力， 促进劳动力结构优化升级 （张远、 李焕杰， ２０２２）。 基于以

上分析， 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１： 数字化转型通过产业链优化进而推动劳动力结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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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劳动保护的调节作用

数字化转型引发 “就业极化” 会加深就业结构性矛盾， 而劳动保护可以承担缓冲

和稳定器角色。 其作用机制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 劳动保护使企业解雇成

本上升， 为员工提供防止恶意解雇的保护， 降低了员工被解雇的可能性 （Ｂｒａｄｌｅｙ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 在劳动保护程度较高地区， 由于受到解雇限制和监管规定的制约， 即使引

入新技术或新机器， 企业也无法灵活地根据最优员工配置进行人员调整或解除劳动合

同 （孔高文等， ２０２０）， 对新技术带来的就业冲击产生一定的缓冲作用。 第二， 为了稳

定劳动力市场， 政府会采取一系列措施影响企业劳动力调整。 例如通过约谈、 座谈或

行业协会沟通等形式建议企业克服困难， 有限度地裁减低技能员工 （孙楚仁等，

２０２０）， 同时也可通过税收优惠和补贴政策干预企业的雇佣决策 （Ｋｏ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
降低企业大规模解雇低技能劳动力的可能性。 第三， 为了适应新技术或者操作新机器，
企业会加强对员工的职业培训教育， 从企业内部缓解机器人应用带来的 “技术性失业”

问题， 在保障生产效率的前提下从内部转移吸收 “富余” 的劳动力， 而不是直接解雇

低技能劳动力 （孔高文等， ２０２０）。
进一步来看， 劳动保护对不同技能结构的劳动力所产生的影响具有差异性。 对于

低技能劳动力来说， 劳动保护增加了企业解雇员工的难度， 限制了用工的灵活性， 导

致了更高的劳动力使用成本， 通常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会采取减少雇佣以及采用机

器替代低技能劳动力、 雇佣临时工等方式应对， 这些措施使得低技能劳动力的就业难

度增加， 处于不利地位 （张雪凯、 宁光杰， ２０２０）。 对于高技能劳动力来说， 由于本身

具备更强的适应性和学习能力， 高技能劳动力在数字技术引入后往往能迅速适应和掌

握新的工作要求， 企业雇佣高技能劳动力可以节约所需的培训投资和调整成本， 从而

高技能劳动力会赢得企业更强的偏好， 拥有更好的就业机会 （明娟、 胡嘉琪， ２０２２）。
基于以上分析， 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２： 劳动保护有助于缓解数字技术对劳动力结构的冲击， 但对不同技能结构的

劳动力所产生的影响具有差异性。

三　 研究设计

（一）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根据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报告 （２０２２ 年）》， ２０１１ 年以前中国数字经济增速一直低

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 （ＧＤＰ） 平均增速， 而 ２０１１ 年之后数字经济规模蓬勃发展， 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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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增速显著高于同期 ＧＤＰ 平均增速， 因此本文选取 ２０１１ － ２０２０ 年中国沪深制造业上市

企业为初始研究样本， 并通过如下标准对样本进行处理： 剔除属于金融行业的企业样

本； 剔除出现财务状况或其他状况异常， 并被特别处理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简称 ＳＴ）

以及出现连续三年亏损等情况而暂停上市， 并被实施特别转让服务 （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简称 ＰＴ） 的企业样本； 剔除研究变量缺失严重的企业样本。 本文最终形成了

２２５６ 家制造业上市企业， 共 １７３２６ 个样本量。 各个变量的数据主要来源于各上市企业

的年报、 国泰安 （ＣＳＭＡＲ） 数据库、 万得 （Ｗｉｎｄ） 数据库。

（二） 指标选取与变量说明

被解释变量为劳动力结构， 从劳动力学历结构和岗位结构两个方面衡量制造业企

业的劳动力结构。 采用受教育程度反映劳动者的学历结构， 以高中及以下人员占比度

量低学历员工， 以专科人员占比度量中学历员工， 以本科和研究生人员占比度量高学

历员工。 从岗位性质看， 企业生产型员工承担的工作内容与产品制造直接相关， 销售

型员工承担的内容与产品销售及服务直接相关， 技术型员工承担的工作内容与产品设

计研发直接相关， 这三类员工的特点属性不同， 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所受到的影响也

不同， 因此以生产型、 销售型、 技术型员工占比测度劳动力岗位结构。 数据来源于

ＣＳＭＡＲ 数据库。

解释变量为数字化转型。 参考吴非等 （２０２１） 基于文本分析法构建企业数字化转

型指标， 具体处理如下： 从各上市企业年报中获取人工智能技术、 大数据技术、 云计

算技术、 区块链技术和数字技术应用五个维度相关的关键词披露次数， 并将每个维度

的披露次数加总后除以年报语段长度， 以衡量制造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程度。

控制变量包括企业总资产净利润率、 企业固定资产占比、 企业账面市值比、 企业

管理费用率、 企业规模、 企业总资产周转率、 企业成立年限。 以上数据均来源于

ＣＳＭＡＲ 数据库。 表 １ 为变量的定义和描述性统计。

表 １　 变量定义和描述性统计

变量 变量定义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低学历员工占比 低学历人员占员工总数的比重 １７２５３ ０􀆰 ３２１２ ０􀆰 ３１９２ ０􀆰 ００００ １􀆰 ００００

中学历员工占比 中学历人员占员工总数的比重 １７２５３ ０􀆰 ３２９０ ０􀆰 ２２４６ ０􀆰 ００００ １􀆰 ００００

高学历员工占比 高学历人员占员工总数的比重 １７２５３ ０􀆰 ３４９８ ０􀆰 ２７５８ ０􀆰 ００００ １􀆰 ００００

生产型员工占比 生产型人员占员工总数的比重 １７３２６ ０􀆰 ６３６０ ０􀆰 ２２５４ ０􀆰 ００００ １􀆰 ００００

销售型员工占比 销售型人员占员工总数的比重 １７３２６ ０􀆰 １３８８ ０􀆰 １５７５ ０􀆰 ００００ １􀆰 ００００

技术型员工占比 技术型人员占员工总数的比重 １７３２６ ０􀆰 ２２５２ ０􀆰 １６７４ ０􀆰 ００００ １􀆰 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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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变量定义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数字化转型
基于文本分析法构建的企业数字

化转型指标
１７３２６ ０􀆰 ０１７８ ０􀆰 ０３０１ ０􀆰 ００００ ０􀆰 ５５５５

企业总资产净利润率
企业净利润与总资产平均余额的

比值
１７３２６ ０􀆰 ０４３６ ０􀆰 ０７３０ － １􀆰 １２４６ ０􀆰 ８７９６

企业固定资产占比
企业固定资产净额与总资产的

比值
１７３２６ ０􀆰 ２２８０ ０􀆰 １３７２ ０􀆰 ００００ ０􀆰 ８７２４

企业账面市值比 企业账面价值与总市值的比值 １７３２６ ０􀆰 ８５０５ ０􀆰 ８９１８ ０􀆰 ０１０９ １２􀆰 １００２

企业管理费用率 企业管理费用与营业收入的比值 １７３２６ ０􀆰 ０９４５ ０􀆰 １１３６ ０􀆰 ００３１ ７􀆰 ２８４３

企业规模 企业年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１７３２６ ２１􀆰 ９６３６ １􀆰 １８３６ １７􀆰 ６４１３ ２７􀆰 ５４７０

企业总资产周转率
企业营业收入与平均资产总额的

比值
１７３２６ ０􀆰 ６７２０ ０􀆰 ４３０４ ０􀆰 ００１５ ８􀆰 ４５４８

企业成立年限
当年年份减企业成立年份加 １ 再

取自然对数
１７３２６ ２􀆰 ８４１２ ０􀆰 ３３９１ １􀆰 ０９８６ ３􀆰 ９８９０

　 　 资料来源： 根据各上市企业的年报和 ＣＳＭＡＲ 数据库数据整理得到。

（三） 模型设定

构建以下计量模型进一步探讨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劳动力结构的影响：

Ｌａｂｏｒｉｔ ＝ α０ ＋ α１Ｄｉｇｉｔａｌｉｔ ＋ α２Ｘ ｉｔ ＋ σｉ ＋ λ ｔ ＋ εｉｔ （１）

其中下标 ｉ表示企业， ｔ表示年份。 Ｌａｂｏｒｉｔ 表示企业 ｉ在 ｔ年的劳动力结构， 分别包括

学历结构和岗位结构， 其中学历结构以低学历、 中学历、 高学历员工占比测度， 岗位

结构以生产型、 销售型、 技术型员工占比测度； Ｄｉｇｉｔａｌｉｔ 表示企业 ｉ 在 ｔ 年的数字化转型

程度； Ｘ ｉｔ 表示一系列控制变量， 包含企业总资产净利润率、 企业固定资产占比、 企业

账面市值比、 企业管理费用率、 企业规模、 企业总资产周转率、 企业成立年限。 同时，

该模型控制了企业固定效应 σｉ 和时间固定效应 λ ｔ ， εｉｔ 为随机扰动项。

四　 实证分析

（一） 基准回归结果

基准回归根据式 （１） 的设定， 检验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劳动力结构变动的影

响。 基于 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结果选择固定效应模型， 表 ２ 为基准回归结果。 从模型 （１） 至

模型 （３） 的分受教育程度估计结果来看， 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减少低学历劳动

者， 数字化转型程度每提升 １％ ， 低学历员工占比减少 ０􀆰 ３３％ ， 同时， 数字化转型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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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高学历劳动者的增长， 数字化转型程度每提升 １％ ， 高学历员工占比增长 ０􀆰 ４６％ ，
而对中学历劳动者具有一定的负向影响， 但不显著。 从模型 （４） 至模型 （６） 的分岗

位性质估计结果来看， 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生产型员工占比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
数字化转型程度每提升 １％ ， 生产型员工占比降低 ０􀆰 ６８％ ， 与之相反， 数字化转型对销

售型和技术型员工占比都产生了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 数字化转型程度每提升 １％ ， 销

售型员工占比增加 ０􀆰 １５％ ， 技术型员工占比增加 ０􀆰 ５２％ 。 总体而言， 制造业企业数字

化转型对劳动力结构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减少低技能劳动者的需求， 扩大高技能劳动者

的需求， 促进劳动力结构优化升级。

表 ２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低学历员工

占比

中学历员工

占比

高学历员工

占比

生产型员工

占比

销售型员工

占比

技术型员工

占比

数字化转型
－ ０􀆰 ３３２６∗ － ０􀆰 １２６０ ０􀆰 ４５８６∗∗ － ０􀆰 ６７５８∗∗∗ ０􀆰 １５２９∗∗ ０􀆰 ５２２９∗∗∗

（０􀆰 １７５１） （０􀆰 １１９７） （０􀆰 １８００） （０􀆰 １１７５） （０􀆰 ０６７２） （０􀆰 ０９９５）

企业总资产

净利润率

－ ０􀆰 ００９９
（０􀆰 ０３５８）

－ ０􀆰 ００７４
（０􀆰 ０２６５）

０􀆰 ０１７３
（０􀆰 ０３０５）

－ ０􀆰 ０１３４
（０􀆰 ０２７３）

－ ０􀆰 ０２５２
（０􀆰 ０１７５）

０􀆰 ０３８６
（０􀆰 ０２３５）

企业固定

资产占比

０􀆰 １３２２∗∗∗

（０􀆰 ０３８７）
－ ０􀆰 ０２９１
（０􀆰 ０３０２）

－ ０􀆰 １０３１∗∗∗

（０􀆰 ０３３０）
０􀆰 １９３０∗∗∗

（０􀆰 ０２５９）
－ ０􀆰 ０９９６∗∗∗

（０􀆰 ０１７７）
－ ０􀆰 ０９３４∗∗∗

（０􀆰 ０２０９）

企业账面市值比
－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４７）

０􀆰 ００２１
（０􀆰 ００３７）

－ ０􀆰 ００２０
（０􀆰 ００４２）

－ ０􀆰 ００１５
（０􀆰 ００２６）

０􀆰 ０００９
（０􀆰 ００１４）

０􀆰 ０００５
（０􀆰 ００２４）

企业管理费用率
－ ０􀆰 ０５１５∗∗

（０􀆰 ０２０４）
－ ０􀆰 ０１９０
（０􀆰 ０２５１）

０􀆰 ０７０６∗∗∗

（０􀆰 ０１６８）
－ ０􀆰 ０８０２∗∗∗

（０􀆰 ０２９１）
－ ０􀆰 ００３３
（０􀆰 ０１６３）

０􀆰 ０８３５∗∗∗

（０􀆰 ０２４５）

企业规模
－ ０􀆰 ０１１２
（０􀆰 ００７７）

－ ０􀆰 ０１０４∗

（０􀆰 ００６０）
０􀆰 ０２１６∗∗∗

（０􀆰 ００７３）
０􀆰 ００５１

（０􀆰 ００５４）
－ ０􀆰 ００６３
（０􀆰 ００３８）

０􀆰 ００１２
（０􀆰 ００４６）

企业总资

产周转率

０􀆰 ００１５
（０􀆰 ０１２８）

０􀆰 ００３５
（０􀆰 ０１０９）

－ ０􀆰 ００５１
（０􀆰 ０１０７）

０􀆰 ０１０６
（０􀆰 ００９５）

０􀆰 ００９３
（０􀆰 ００７５）

－ ０􀆰 ０２００∗∗∗

（０􀆰 ００７６）

企业成立年限
０􀆰 １０２３∗∗

（０􀆰 ０５０９）
－ ０􀆰 ００５９
（０􀆰 ０４３７）

－ ０􀆰 ０９６４∗∗

（０􀆰 ０４５６）
０􀆰 ０７５０∗∗

（０􀆰 ０３１５）
－ ０􀆰 ０２３６
（０􀆰 ０１９４）

－ ０􀆰 ０５１４∗∗

（０􀆰 ０２５８）

常数项
０􀆰 ２５７４

（０􀆰 ２０７１）
０􀆰 ５８００∗∗∗

（０􀆰 １６６３）
０􀆰 １６２５

（０􀆰 １８４６）
０􀆰 ２８１９∗∗

（０􀆰 １４００）
０􀆰 ３５８４∗∗∗

（０􀆰 ０９０９）
０􀆰 ３５９７∗∗∗

（０􀆰 １１４４）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调整后 Ｒ２ ０􀆰 ６８５２ ０􀆰 ５６３１ ０􀆰 ６９５９ ０􀆰 ７７９４ ０􀆰 ８２２６ ０􀆰 ７１２４

样本量 １７２５３ １７２５３ １７２５３ １７３２６ １７３２６ １７３２６

　 　 注： 括号内为聚类到企业层面的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１％ 、 ５％和 １０％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 根据各上市企业的年报和 ＣＳＭＡＲ 数据库数据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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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稳健性检验

１􀆰 剔除特异样本

（１） 剔除数字化转型指数为 ０ 值的企业样本。 将样本中解释变量数字化转型等于 ０

的样本剔除后采用式 （１） 重新估计， 结果如表 ３ 所示。 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降

低低学历员工和生产型员工的需求， 同时显著提升高学历员工、 销售型员工和技术型

员工的需求， 基准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表 ３　 剔除数字化转型指数为 ０ 值的企业样本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低学历员工

占比

中学历员工

占比

高学历员工

占比

生产型员工

占比

销售型员工

占比

技术型员工

占比

数字化转型
－ ０􀆰 ４１２１∗∗

（０􀆰 １７４６）
－ ０􀆰 ０８９８
（０􀆰 １２５３）

０􀆰 ５０１９∗∗∗

（０􀆰 １８５１）
－ ０􀆰 ７００２∗∗∗

（０􀆰 １２１４）
０􀆰 １５３１∗∗

（０􀆰 ０７００）
０􀆰 ５４７２∗∗∗

（０􀆰 １０２７）

常数项
０􀆰 １７７３

（０􀆰 ２０７０）
０􀆰 ５３７６∗∗∗

（０􀆰 １６９８）
０􀆰 ２８５１

（０􀆰 １８５７）
０􀆰 ２４７８∗

（０􀆰 １４３１）
０􀆰 ３４１０∗∗∗

（０􀆰 ０９０９）
０􀆰 ４１１２∗∗∗

（０􀆰 １１５３）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调整后 Ｒ２ ０􀆰 ６９４７ ０􀆰 ５７６０ ０􀆰 ７０７６ ０􀆰 ７９０２ ０􀆰 ８３０８ ０􀆰 ７２８９
样本量 １６５０６ １６５０６ １６５０６ １６５７３ １６５７３ １６５７３

　 　 注： 括号内为聚类到企业层面的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１％ 、 ５％和 １０％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 根据各上市企业的年报和 ＣＳＭＡＲ 数据库数据计算得到。

（２） 剔除位于直辖市的企业样本。 将位于北京、 上海、 天津、 重庆这四个直辖市

的企业样本剔除以增强样本的可比性， 结果如表 ４ 所示。 在剔除位于直辖市的企业样

本之后， 数字化转型仍然推动制造业企业劳动力结构升级， 与前文结论一致。

表 ４　 剔除位于直辖市的企业样本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低学历员工

占比

中学历员工

占比

高学历员工

占比

生产型员工

占比

销售型员工

占比

技术型员工

占比

数字化转型
－ ０􀆰 ２９９５∗∗

（０􀆰 １２７４）
－ ０􀆰 １３５７
（０􀆰 １７６３）

０􀆰 ４３５２∗∗∗

（０􀆰 １５１０）
－ ０􀆰 ７３１７∗∗∗

（０􀆰 ０６６７）
０􀆰 １９９８∗∗

（０􀆰 ０７４９）
０􀆰 ５３１９∗∗∗

（０􀆰 ０８２５）

常数项
０􀆰 ２５４９

（０􀆰 ２９１３）
０􀆰 ５７３３∗∗∗

（０􀆰 １６７９）
０􀆰 １７１８

（０􀆰 １８４５）
０􀆰 ３５６３∗∗

（０􀆰 １３６１）
０􀆰 ２７４１∗∗∗

（０􀆰 ０８９８）
０􀆰 ３６９５∗∗∗

（０􀆰 １２６３）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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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低学历员工

占比

中学历员工

占比

高学历员工

占比

生产型员工

占比

销售型员工

占比

技术型员工

占比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调整后 Ｒ２ ０􀆰 ６７９０ ０􀆰 ５６０５ ０􀆰 ６８２６ ０􀆰 ７６５５ ０􀆰 ８１９７ ０􀆰 ６８２０

样本量 １４８７９ １４８７９ １４８７９ １４９５１ １４９５１ １４９５１

　 　 注： 括号内为聚类到企业层面的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１％ 、 ５％和 １０％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 根据各上市企业的年报和 ＣＳＭＡＲ 数据库数据计算得到。

２􀆰 加入省份固定效应

在基准回归中的企业和时间双固定效应基础上， 加入省份固定效应， 结果如表 ５

所示。 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仍然优化企业内部劳动力学历结构和岗位结构， 这与基

准回归结果保持一致性， 说明前文结论具有稳健性。

表 ５　 加入省份固定效应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低学历员工

占比

中学历员工

占比

高学历员工

占比

生产型员工

占比

销售型员工

占比

技术型员工

占比

数字化转型
－ ０􀆰 ３２５１∗

（０􀆰 １７２５）
－ ０􀆰 １０３２
（０􀆰 １１２６）

０􀆰 ４２８３∗∗∗

（０􀆰 １５８５）
－ ０􀆰 ６７６４∗∗∗

（０􀆰 １１８０）
０􀆰 １６４０∗∗

（０􀆰 ０６７８）
０􀆰 ５１２４∗∗∗

（０􀆰 ０９６５）

常数项
０􀆰 ２７１０

（０􀆰 ２０７９）
０􀆰 ５９３４∗∗∗

（０􀆰 １６５７）
０􀆰 １３５５

（０􀆰 １８３０）
０􀆰 ２８０６∗∗

（０􀆰 １４０９）
０􀆰 ３６７３∗∗∗

（０􀆰 ０９０４）
０􀆰 ３５２０∗∗∗

（０􀆰 １１４８）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调整后 Ｒ２ ０􀆰 ６８５９ ０􀆰 ５６３５ ０􀆰 ６９６５ ０􀆰 ７７９４ ０􀆰 ８２２９ ０􀆰 ７１２１

样本量 １７２５３ １７２５３ １７２５３ １７３２６ １７３２６ １７３２６

　 　 注： 括号内为聚类到企业层面的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１％ 、 ５％和 １０％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 根据各上市企业的年报和 ＣＳＭＡＲ 数据库数据计算得到。

（三） 内生性处理

数字化转型和制造业企业劳动力结构可能存在反向因果的关系， 高技能员工占比

高的企业通常具有较高的盈利能力和技术水平， 往往更有意愿和能力进行数字化转型。

为了克服内生性问题， 借鉴孙伟增和郭冬梅 （２０２１） 构建工具变量的方法， 采用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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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１９８４ 年固定电话数量与上一年数字化转型的交互项作为数字化转型的工具变量， 进

行二阶段最小二乘法 （２ＳＬＳ） 回归。 由表 ６ 模型 （１） 的估计结果可知， 工具变量的第

一阶段回归 Ｆ 统计值为 １８１􀆰 ８１， 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 工具变量回归系数显著为正，

表明工具变量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满足工具变量相关性要求。 在

第二阶段回归中， 数字化转型的回归系数和显著性与基准回归相比并未有实质性的改

变。 上述结果说明， 在解决内生性问题后， 数字化转型仍然推动企业劳动力结构升级，

这与前文的结论相同。

表 ６　 ２ＳＬＳ 估计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数字化转型
低学历员工

占比

中学历员工

占比

高学历员工

占比

生产型员工

占比

销售型员工

占比

技术型员工

占比

数字化转型
－ ０􀆰 ６５６３∗∗

（０􀆰 ２９１０）
－ ０􀆰 ０６９２
（０􀆰 ２０９０）

０􀆰 ７２５６∗∗

（０􀆰 ２８６３）
－ １􀆰 ０１９７∗∗∗

（０􀆰 １９４５）
０􀆰 １９１３∗∗

（０􀆰 ０９１１）
０􀆰 ８２８４∗∗∗

（０􀆰 １７６９）

工具变量
０􀆰 １９１２∗∗∗

（０􀆰 ０１４２）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Ｆ 统计值 １８１􀆰 ８０８０

样本量 １７２５３ １７２５３ １７２５３ １７２５３ １７３２６ １７３２６ １７３２６

　 　 注： 括号内为聚类到企业层面的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１％ 、 ５％和 １０％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 根据各上市企业的年报和 ＣＳＭＡＲ 数据库数据计算得到。

（四） 机制检验

１􀆰 产业链优化的中介作用

产业链优化一方面是指企业在生产组织中采取专业化分工的形式， 将更多资源聚

焦在产品的核心环节上， 实现企业内部生产链条的专业化优势， 另一方面是指企业将

非核心产品外包给合作企业后， 企业外部供应链分工协作效率的提升。 根据前文的理

论分析， 依托互联网、 人工智能、 区块链等数字技术推动产业链优化， 从而推动企业

更倾向于雇佣高技能员工， 进而引发劳动力结构升级。 接下来将产业链优化 （ ＩＣＯ ）

作为中介变量检验数字化转型对劳动力结构影响的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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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 测算专业化分工水平 （ ＶＳＩ ）。 在企业分工相关研究中， 企业的纵向一体化

和专业化分工是一对反向概念。 借鉴张倩肖和段义学 （２０２３） 的做法， 采用修正的价

值增值法测算企业的纵向一体化程度 （ ＶＡＳ ）， 具体计算公式如式 （２）：

ＶＡＳ ＝ 增加值 － 税后净利润 ＋ 正常利润
主营业务收入 － 税后净利润 ＋ 正常利润

（２）

由此， 企业的专业化分工程度 （ＶＳＩ） 可以通过式 （３） 测算得到：

ＶＳＩ ＝ １ － ＶＡＳ （３）

当 ＶＳＩ 指标的数值越大时， 这意味着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专业化分工程度越高。 同

时， 为了确保测量的有效性， 剔除 ＶＳＩ 偏离 ［０， １］ 的企业样本。

其次， 测算供应链效率 （ ＳＣＥ ）， 采用库存周转率衡量供应链效率， 库存周转率

由式 （４） 计算得到：

ＳＣＥ ＝ 营业成本
存货净额平均余额

（４）

最后， 测算产业链优化水平 （ ＩＣＯ ）。 专业化分工是产业链优化的模式之一， 但考

虑到企业在专注于生产自身具备比较优势和战略价值的核心产品时， 将非核心产品的

生产环节外包给产业链上游或下游的供应链合作者。 为综合评估产业链的优化水平，

还需考虑企业外部供应链的分工协作效率， 产业链优化取决于专业化分工水平和供应

链效率的乘积：

ＩＣＯ ＝ ＶＳＩ × ＳＣＥ （５）

为了检验数字化转型、 产业链优化与劳动力结构的关系， 借鉴温忠麟和叶宝娟

（２０１４） 的方法， 构建产业链优化的中介效应模型如下：

ＩＣＯ ＝ γ０ ＋ γ１Ｄｉｇｉｔａｌｉｔ ＋ γ２Ｘ ｉｔ ＋ σｉ ＋ λ ｔ ＋ εｉｔ （６）

Ｌａｂｏｒｉｔ ＝ β０ ＋ β１Ｄｉｇｉｔａｌｉｔ ＋ β２ ＩＣＯ ＋ β３Ｘ ｉｔ ＋ σｉ ＋ λ ｔ ＋ εｉｔ （７）

表 ７ 是产业链优化中介效应的回归结果。 模型 （１） 检验了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

对产业链优化的影响， 可以看出， 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后， 对其产业链优化具有显著

的推动作用， 且在模型 （２） 至模型 （７） 控制产业链优化后的估计结果中， 数字化转

型对高学历员工和技术型员工占比产生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 而对生产型员工占比产

生显著的负向抑制作用， 说明产业链优化是数字化转型促进劳动力结构升级的重要渠

道。 数字化转型通过推动企业产业链结构的优化升级促使企业减少对一些从事重复性、

常规性任务的低技能劳动力的雇佣， 同时更倾向于雇佣从事复杂性、 知识性任务的高

技能劳动力， 促进制造业企业劳动力结构升级， 验证了假设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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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７　 产业链优化中介效应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产业链优化
低学历员工

占比

中学历员工

占比

高学历员工

占比

生产型员工

占比

销售型员工

占比

技术型员工

占比

数字化转型
４􀆰 ０５３３∗∗

（１􀆰 ６８６２）
－ ０􀆰 ２３１２
（０􀆰 ２０３４）

－ ０􀆰 ０４６９
（０􀆰 １３２１）

０􀆰 ２７８０∗

（０􀆰 １６１３）
－ ０􀆰 ５４６５∗∗∗

（０􀆰 １３０７）
０􀆰 ０９０８

（０􀆰 ０６７７）
０􀆰 ４５５７∗∗∗

（０􀆰 １１５０）

产业链优化
－ ０􀆰 ００４８∗∗∗

（０􀆰 ００１７）
０􀆰 ００１２

（０􀆰 ００１３）
０􀆰 ００３５∗∗∗

（０􀆰 ００１３）
－ ０􀆰 ００３８∗∗

（０􀆰 ００１６）
０􀆰 ００３０∗

（０􀆰 ００１６）
０􀆰 ０００８

（０􀆰 ０００８）

常数项
－ ４􀆰 ３７０３∗

（２􀆰 ６３４５）
０􀆰 ２７１２

（０􀆰 ２４６８）
０􀆰 ４９９４∗∗

（０􀆰 ２０５３）
０􀆰 ２２９４

（０􀆰 ２０４２）
０􀆰 ３２４３∗∗

（０􀆰 １６１５）
０􀆰 ２９０５∗∗∗

（０􀆰 １０２６）
０􀆰 ３８５２∗∗∗

（０􀆰 １４１４）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调整后 Ｒ２ ０􀆰 ７６７１ ０􀆰 ６７１１ ０􀆰 ５４８２ ０􀆰 ６９０５ ０􀆰 ７６５４ ０􀆰 ８１３９ ０􀆰 ６９３３

样本量 １２５３９ １２３７５ １２３７５ １２３７５ １２４２６ １２４２６ １２４２６

　 　 注： 括号内为聚类到企业层面的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１％ 、 ５％和 １０％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 根据各上市企业的年报和 ＣＳＭＡＲ 数据库数据计算得到。

２􀆰 劳动保护的调节作用

为检验劳动保护能否缓解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力结构的冲击， 进一步明

确劳动保护在两者间的调节和稳定器角色， 建立调节效应模型如下：

Ｌａｂｏｒｉｔ ＝ η０ ＋ η１Ｄｉｇｉｔａｌｉｔ ＋ η２Ｄｉｇｉｔａｌｉｔ∗Ｐｒｏｔｉｔ ＋ η３Ｐｒｏｔｉｔ ＋ η４Ｘ ｉｔ ＋ σｉ ＋ λ ｔ ＋ εｉｔ （８）

其中， Ｐｒｏｔｉｔ 表示企业 ｉ 在 ｔ 年的劳动保护程度， 从社会保险 （ ＳＳＦ ） 和最低工资

（ＭＷＳ） 两个角度检验劳动保护在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力结构冲击下的调节效应。 参

考鄢伟波和安磊 （２０２１）， 采用企业社会保险缴费当期增加额除以上一年度职工应付薪

酬总额用以衡量社会保险 （ ＳＳＦ ）， 数据来源于 Ｗｉｎｄ 数据库； 考虑企业所在城市的最

低工资制度对数字化的就业冲击有缓冲作用， 将企业与企业所处城市最低工资标准进

行匹配， 采用各城市月最低工资标准衡量制造业企业的最低工资 （ ＭＷＳ ）， 并取对数

处理， 数据来源于各城市政府官网。

表 ８ 是劳动保护调节效应的回归结果。 由模型 （１） 至模型 （６） 社会保险调节效

应的回归结果来看， 社会保险加剧了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劳动力结构的调整。 社

会保险费的提升加剧了数字化转型对低学历和生产型员工占比的替代效应， 同时在一

定程度上增强了企业高学历员工和技术型员工占比的促进作用， 这可能是因为社会保

险的上涨增加了企业的用工成本， 企业更倾向于采用智能化、 自动化或临时工替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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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技能员工， 以减少社会保险费用的支出， 从而对低技能劳动力的就业形成更大冲击

（张雪凯、 宁光杰， ２０２０）。 而由于高技能员工在企业引进数字技术后具有更大的比较

优势， 与数字技术有更强的适配性， 企业更偏好高技能劳动力， 再加上工作岗位的技

术含量越高， 被替代的可能性越低 （于长永等， ２０２１）。 综上， 社会保险费的上涨通过

改变不同技能水平劳动力的比较优势， 促使数字化转型的劳动力结构调整， 企业减少

低技能员工， 同时增加高技能劳动力的雇佣。

表 ８　 劳动保护的调节作用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低学历员工

占比

中学历员工

占比

高学历员工

占比

生产型员工

占比

销售型员工

占比

技术型员工

占比

数字化转型
－ ０􀆰 ３０７９∗

（０􀆰 １７８９）
－ ０􀆰 ０９８２
（０􀆰 １３７６）

０􀆰 ４０６１∗∗

（０􀆰 １８９９）
－ ０􀆰 ６７６０∗∗∗

（０􀆰 １１８５）
０􀆰 １４５６∗∗

（０􀆰 ０７２３）
０􀆰 ５３０４∗∗∗

（０􀆰 ０９６１）
数字化转型 ×

社会保险

－ ０􀆰 ８５４７∗∗

（０􀆰 ３３５７）
０􀆰 １４３９

（０􀆰 ３１４１）
０􀆰 ７１０７∗∗

（０􀆰 ３０４６）
－ ０􀆰 ０８２１
（０􀆰 ２１０５）

０􀆰 ０３０３
（０􀆰 １４３９）

０􀆰 ０５１８
（０􀆰 １８７６）

社会保险
－ ０􀆰 ０２９０
（０􀆰 ０１８３）

０􀆰 ０１０７
（０􀆰 ０１４３）

０􀆰 ０１８２
（０􀆰 ０１５０）

－ ０􀆰 ００８８
（０􀆰 ０１０２）

－ ０􀆰 ００４４
（０􀆰 ００６９）

０􀆰 ０１３３
（０􀆰 ００９１）

常数项
０􀆰 １９２４

（０􀆰 ２５０７）
０􀆰 ７０４７∗∗∗

（０􀆰 １９７５）
０􀆰 １０２８

（０􀆰 ２１０１）
０􀆰 １３６７

（０􀆰 １６４０）
０􀆰 ３８６２∗∗∗

（０􀆰 ０９２７）
０􀆰 ４７７１∗∗∗

（０􀆰 １３３０）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调整后 Ｒ２ ０􀆰 ７３３９ ０􀆰 ６３２７ ０􀆰 ７４４９ ０􀆰 ８１１６ ０􀆰 ８５１６ ０􀆰 ７５３３

样本量 １３１０３ １３１０３ １３１０３ １３１５６ １３１５６ １３１５６

数字化转型
－ ０􀆰 ３０５１
（０􀆰 １８９３）

－ ０􀆰 １０５０
（０􀆰 １２７３）

０􀆰 ４１０１∗∗

（０􀆰 １７０４）
－ ０􀆰 ６２６７∗∗∗

（０􀆰 １１６５）
０􀆰 １５９４∗∗

（０􀆰 ０６６５）
０􀆰 ４６７３∗∗∗

（０􀆰 ０９８０）
数字化转型 ×

最低工资

－ ０􀆰 ２０１４
（０􀆰 ４４８４）

－ ０􀆰 １６１４
（０􀆰 ３３６１）

０􀆰 ３６２８
（０􀆰 ３３７０）

－ ０􀆰 ３２２３
（０􀆰 ２７８８）

－ ０􀆰 ０６６８
（０􀆰 １７１６）

０􀆰 ３８９０∗

（０􀆰 ２２３０）

最低工资
－ ０􀆰 ０１５４
（０􀆰 ０４１０）

－ ０􀆰 ０２５０
（０􀆰 ０３２４）

０􀆰 ０４０５
（０􀆰 ０３５８）

０􀆰 ０３８３
（０􀆰 ０２３３）

－ ０􀆰 ０３９６∗∗

（０􀆰 ０１６６）
０􀆰 ００１３

（０􀆰 ０１９１）

常数项
０􀆰 ３６６８

（０􀆰 ３６５９）
０􀆰 ７６２４∗∗∗

（０􀆰 ２８９２）
－ ０􀆰 １２９２
（０􀆰 ３２３５）

－ ０􀆰 ０１４７
（０􀆰 ２２３６）

０􀆰 ６５３４∗∗∗

（０􀆰 １６３６）
０􀆰 ３６１３∗

（０􀆰 １８９８）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调整后 Ｒ２ ０􀆰 ６８５２ ０􀆰 ５６３１ ０􀆰 ６９５９ ０􀆰 ７７９５ ０􀆰 ８２２８ ０􀆰 ７１２５
样本量 １７２５３ １７２５３ １７２５３ １７３２６ １７３２６ １７３２６

　 　 注： 括号内为聚类到企业层面的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１％ 、 ５％和 １０％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 根据各上市企业的年报、 ＣＳＭＡＲ 数据库、 Ｗｉｎｄ 数据库和各城市政府网数据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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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模型 （７） 至模型 （１２） 最低工资调节效应的回归结果来看， 最低工资对数字化

转型与劳动力结构的关系具有一定的强化作用。 最低工资标准强化了数字化转型对高

学历员工和技术型员工占比的促进作用， 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数字化转型对低学

历和生产型员工占比的替代作用。 这可能的原因是当最低工资标准超过低技能员工的

平均工资时， 企业不得不提高这些劳动者的工资， 促使企业用工成本增加， 进一步削

弱市场竞争力 （李后建等， ２０１８）， 从而推动企业增加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替代劳动雇

佣。 因此， 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反而加剧数字技术对低技能劳动力的替代作用， 同时最

低工资上涨促使企业增加资本投入的比例， 深化资本劳动比， 由于劳动成本的上升和

生产结构中资本的深化， 企业调整了其雇佣结构， 更加偏向于雇佣高技能水平的劳动

力 （唐鑛、 马银坡， ２０２３）。 综上， 最低工资标准的提升促使企业减少低技能员工， 同

时增加高技能劳动力的雇佣。

（五） 异质性分析

１􀆰 企业规模异质性

根据 《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方法 （２０１７）》 将制造业企业中从业人员大于

１０００ 人并且营业收入大于 ４ 亿元的企业划分为大型企业， 其余企业划分为中小型企业

进行分组回归， 表 ９ 为企业规模异质性回归结果。 由模型 （１） 至模型 （６） 的回归结

果可知， 首先从低学历员工占比来看， 大型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低学历员工占比产生

了显著的负向影响， 而中小型企业对低学历员工占比的影响则不显著； 其次从中学历

员工占比来看， 无论是在大型企业还是在中小型企业， 数字化转型对中学历员工占比

的影响均不显著； 最后从高学历员工占比来看， 大型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高学历员工

占比产生了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 而中小型企业对于高学历员工占比的影响则不显著。

表 ９　 企业规模异质性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大型企业 中小型企业

低学历员工

占比

中学历员工

占比

高学历员工

占比

低学历员工

占比

中学历员工

占比

高学历员工

占比

数字化转型
－ ０􀆰 ４０５３∗

（０􀆰 ２０７６）
－ ０􀆰 １３５９
（０􀆰 １３９５）

０􀆰 ５４１２∗∗

（０􀆰 ２２２３）
－ ０􀆰 １１６３
（０􀆰 ２９５１）

－ ０􀆰 １２６５
（０􀆰 ２１８７）

０􀆰 ２４２８
（０􀆰 ２１０４）

常数项
０􀆰 ２１８２

（０􀆰 ２４５８）
０􀆰 ５６７９∗∗∗

（０􀆰 １９０１）
０􀆰 ２１３９

（０􀆰 ２０９４）
０􀆰 ３５８０

（０􀆰 ４０８９）
０􀆰 ６６３３∗

（０􀆰 ３８１４）
－ ０􀆰 ０２１３
（０􀆰 ４４１５）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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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大型企业 中小型企业

低学历员工

占比

中学历员工

占比

高学历员工

占比

低学历员工

占比

中学历员工

占比

高学历员工

占比

调整后 Ｒ２ ０􀆰 ６７１７ ０􀆰 ５５２１ ０􀆰 ６７７０ ０􀆰 ７２２２ ０􀆰 ６００２ ０􀆰 ７３４９

样本量 １３１２６ １３１２６ １３１２６ ４１２７ ４１２７ ４１２７

变量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大型企业 中小型企业

生产型员工

占比

销售型员工

占比

技术型员工

占比

生产型员工

占比

销售型员工

占比

技术型员工

占比

数字化转型
－ ０􀆰 ６７３８∗∗∗

（０􀆰 １２７４）
０􀆰 １３９５∗∗

（０􀆰 ０６２２）
０􀆰 ５３４３∗∗∗

（０􀆰 １２０３）
－ ０􀆰 ６９８３∗∗

（０􀆰 ２７３５）
０􀆰 ２１２２

（０􀆰 １８５３）
０􀆰 ４８６０∗∗∗

（０􀆰 １５８０）

常数项
０􀆰 ３８０１∗∗

（０􀆰 １６２８）
０􀆰 ２８９３∗∗∗

（０􀆰 １０１３）
０􀆰 ３３０７∗∗

（０􀆰 １３６２）
０􀆰 ０６７２

（０􀆰 ３０５７）
０􀆰 ６１６３∗∗∗

（０􀆰 ２０８４）
０􀆰 ３１６５

（０􀆰 ２２８８）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调整后 Ｒ２ ０􀆰 ７７８６ ０􀆰 ８４４２ ０􀆰 ６９３４ ０􀆰 ７６５１ ０􀆰 ７３１４ ０􀆰 ７３０８
样本量 １３１７９ １３１７９ １３１７９ ４１４７ ４１４７ ４１４７

　 　 注： 括号内为聚类到企业层面的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１％ 、 ５％和 １０％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 根据各上市企业的年报和 ＣＳＭＡＲ 数据库数据计算得到。

由模型 （７） 至模型 （１２） 的回归结果可知， 首先从生产型员工占比来看， 无论是

在大型企业还是在中小型企业， 数字化转型均对生产型员工占比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
但对中小型企业的生产型员工占比替代作用更为明显； 其次从销售型员工占比来看，
大型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销售型企业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 而对中小型企业来说

则不显著； 最后从技术型员工占比来看， 无论是在大型企业还是在中小型企业， 数字

化转型均对技术型员工占比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 但对大型企业的技术型员工占

比促进作用更明显。

总体来说， 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力结构的影响在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

中存在明显的异质性。 在大型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于高学历员工以及技术型员工占比

的正向促进作用尤为明显， 这可能是因为大型企业在技术、 资金等方面具有规模经济

和技术优势， 进行数字化转型成本相对较低， 更容易进行数字化转型， 从而在实施数

字化转型的过程中扩大了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 相比之下， 对于中小型企业而言， 企

业数字化转型成本相对较高， 实施数字化转型的意愿相对偏低， 因此数字化转型对劳

动力结构的优化升级在中小型企业中还没有呈现。

·３１１·

明　 娟、 李琼霞： 数字化转型、 产业链优化与企业劳动力需求结构



２􀆰 技术创新依赖性

根据企业对技术创新的依赖程度， 将研究样本划分为高新技术企业和非高新技术

企业①， 采用 ２ＳＬＳ 估计， 表 １０ 为技术创新依赖异质性的回归结果。 由模型 （１） 至模

型 （６） 的回归结果可知， 首先从高新技术企业来说， 数字化转型对低学历员工占比产

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 对高学历员工占比则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 但对中学历员工

占比的影响不显著； 从非高新技术企业来说， 数字化转型对于不同学历结构的员工占

比的影响均不显著。

表 １０　 技术创新依赖异质性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高新技术企业 非高新技术企业

低学历员工

占比

中学历员工

占比

高学历员工

占比

低学历员工

占比

中学历员工

占比

高学历员工

占比

数字化转型
－ ０􀆰 ６３７５∗

（０􀆰 ３５３１）
－ ０􀆰 ０３６７
（０􀆰 ２８８０）

０􀆰 ６７４３∗

（０􀆰 ３５４７）
－ ０􀆰 ５９３７
（０􀆰 ４９４１）

－ ０􀆰 ０１５４
（０􀆰 ２８６８）

０􀆰 ６０９１
（０􀆰 ３９８３）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第一阶段 Ｆ 值 １４６􀆰 ２０２０ １４６􀆰 ２０２０ １４６􀆰 ２０２０ ７９􀆰 ８５４３ ７９􀆰 ８５４３ ７９􀆰 ８５４３
样本量 ６７８６ ６７８６ ６７８６ １０３９１ １０３９１ １０３９１

变量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生产型员工

占比

销售型员工

占比

技术型员工

占比

生产型员工

占比

销售型员工

占比

技术型员工

占比

数字化转型
－ １􀆰 ２０５２∗∗∗

（０􀆰 ３２２６）
０􀆰 ２０２０

（０􀆰 １４９８）
１􀆰 ００３２∗∗∗

（０􀆰 ２７９１）
－ ０􀆰 ９００３∗∗∗

（０􀆰 ２１１７）
０􀆰 ２３０９∗

（０􀆰 １２４２）
０􀆰 ６６９４∗∗∗

（０􀆰 １７３３）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第一阶段 Ｆ 值 １４６􀆰 ０８３２ １４６􀆰 ０８３２ １４６􀆰 ０８３２ ７９􀆰 ５２３９ ７９􀆰 ５２３９ ７９􀆰 ５２３９
样本量 ６８０４ ６８０４ ６８０４ １０４４６ １０４４６ １０４４６

　 　 注： 括号内为聚类到企业层面的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１％ 、 ５％和 １０％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 根据各上市企业的年报和 ＣＳＭＡＲ 数据库数据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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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照中国证监会颁布的 《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 （２０１２ 年修订）， 将属于医药制造业、 仪

器仪表制造业、 铁路、 船舶、 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

业、 化学纤维制造业、 计算机、 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企业划分为高新技术企业， 其

余则划分为非高新技术企业。



由模型 （７） 至模型 （１２） 的回归结果可知， 首先从生产型员工占比来看， 数字化

转型对两类企业的生产型员工占比均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 但对高新技术企业生产型

员工占比的替代作用更大； 其次从销售型员工占比来看， 非高新技术企业中数字化转

型对销售型员工占比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而高新技术企业则不显著； 最后从技术型

员工占比来看， 数字化转型对两类企业的技术型员工占比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但

对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型员工占比推动效果更为明显。
总体来说， 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力结构的影响， 在高新技术企业和非高

新技术企业中存在明显的异质性。 在高新技术企业中， 数字化转型对于高学历员工以

及技术型员工占比的正向促进作用尤为明显， 这可能的原因是高新技术企业具备更丰

富的创新资源基础与更高的技术创新研发需求， 有助于其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并顺利

开展数字化转型， 加速生产方式、 企业形态、 业务模式等方面的全方位变革， 从而带

动高技能员工占比的提升。

五　 结论

随着数字化转型的推进， 数字技术对劳动力结构的冲击引起广泛关注。 本文基

于微观企业主体视角， 采用 ２０１１ － ２０２０ 年中国沪深上市企业面板数据， 研究数字化

转型对制造业企业劳动力结构变动的影响及内在机理。 研究表明， 从劳动力学历结

构来看， 数字化转型减少低学历劳动者的需求， 同时增加高学历劳动者的需求， 优

化企业的学历结构； 从劳动力岗位结构来看， 数字化转型对生产型员工产生替代作

用， 对销售型和技术型员工产生互补作用， 推动劳动力岗位结构调整， 经过稳健性

检验和内生性处理后， 结论依然稳健。 机制检验表明， 数字化转型有助于企业对内

增强专业化分工优势， 对外提升供应链效率， 以优化产业链结构， 从而增加企业对

高技能员工的需求， 进而促进劳动力结构升级； 同时劳动保护水平的提升使得企业

更倾向于雇佣高技能劳动力， 挤压低技能劳动力需求。 异质性分析发现， 相对于中

小型企业和非高新技术企业， 数字化转型对大型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劳动力结构升

级的推动作用更为明显。 研究结论对制定数字化发展的政策以及推动经济的高质量

发展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政府应鼓励龙头企业将数字信息技术与要素资源进行深度融合， 提高企业数字化

程度， 带动更多的企业加入数字化转型的行列， 不断释放数字技术在企业转型升级过

程中的潜能， 促使技术创新和应用创新相互促进， 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政府应加强

·５１１·

明　 娟、 李琼霞： 数字化转型、 产业链优化与企业劳动力需求结构



对数字化转型推动产业链优化进而引发劳动力结构变动这一发展路径的引导， 助力微

观企业高质量发展。 企业应通过数字技术的应用加快对产业链治理的反应速度， 从而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在数字经济时代下的韧性， 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 运用数字化管理

理念优化产业链， 进一步增加企业对高技能员工和技术型员工的需求， 打造适应新质

生产力的高素质劳动力队伍。
政府应优化劳动保护体系， 为低技能人员的就业稳定提供兜底保障。 应鼓励企业

增强对员工的内部培训， 为职工提供在岗和转岗的技能培训活动， 助力员工提升技能

水平并实现就业转移。 同时， 鼓励人力资源机构建立线上线下双线并行的信息服务平

台， 以实时监测重点企业的用工需求和人员流动情况， 更好地把握市场需求， 确保人

力资源的精准匹配。 企业应积极顺应数字化转型发展趋势， 主动抓住机遇， 并应对数

字化转型过程中的挑战。 企业在进行数字化转型过程中， 应采取 “因企制宜”， 根据企

业的自身优势， 制定个性化的转型策略， 以确保转型成功和可持续性， 避免 “一刀切”
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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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ｋｅｒｍａｎ， Ａｎｄｅｒｓ， Ｉｎｇｖｉｌ Ｇａａｒｄｅｒ ＆ Ｍａｇｎｅ Ｍｏｇｓｔａｄ （２０１５） ． Ｔｈｅ Ｓｋｉｌｌ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ｉｔｙ ｏｆ

Ｂｒｏａｄｂ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Ｔｈｅ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１３０ （４）， １７８１ － １８２４􀆰

Ａｕｔｏｒ， Ｄａｖｉｄ， Ｆｒａｎｋ Ｌｅｖｙ ＆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Ｍｕｒｎａｎｅ （ ２００３ ） ． Ｔｈｅ Ｓｋｉｌｌ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Ｒｅｃｅｎｔ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１１８ （４）， １２７９ － １３３３􀆰

Ｂａｌｓｍｅｉｅｒ，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 Ｍａｒｔｉｎ Ｗｏｅｒｔｅｒ （２０１９） ． Ｉｓ Ｔｈｉｓ Ｔｉｍ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Ｈｏｗ Ｄｉｇ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 Ｊｏｂ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ｏｌｉｃｙ， ４８ （８）， １０３７６５􀆰

Ｂｒａｄｌｅｙ， Ｄａｎｉｅｌ， Ｉｎｃｈｅｏｌ Ｋｉｍ ＆ Ｘｕａｎ Ｔｉａｎ （ ２０１７ ） ． Ｄｏ Ｕｎｉｏｎｓ Ａｆｆｅｃｔ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６３ （７）， ２２５１ － ２２７１􀆰

Ｂｒｙｎｊｏｌｆｓｓｏｎ， Ｅｒｉｋ， Ｔｈｏｍａｓ Ｍａｌｏｎｅ， Ｖｉｊａｙ Ｇｕｒｂａｘａｎｉ ＆ Ａｊｉｔ Ｋａｍｂｉｌ （ １９９４ ） ． Ｄｏｅ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Ｌｅａｄ ｔｏ Ｓｍａｌｌｅｒ Ｆｉｒｍ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４０ （ １２ ），

１６２８ － １６４４􀆰

Ｃｈｅｎ， Ｗｅｎｊｉｅ ＆ Ｆａｒｉｈａ Ｋａｍａｌ （ ２０１６ ） ．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ｄｏｐｔｉｏｎ ｏｎ Ｍｕｌ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ｉｒｍ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４７ （５）， ５６３ － ５７６􀆰

Ｆｅｅｎｓｔｒａ， Ｒｏｂｅｒｔ ＆ Ｇｏｒｄｏｎ Ｈａｎｓｏｎ （ １９９６ ） ．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ｕｔｓｏｕｒｃｉｎｇ， ａｎｄ Ｗａｇｅ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８６ （２）， ２４０ － ２４５􀆰

Ｋａｔｚ， 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 Ｋｅｖｉｎ Ｍｕｒｐｈｙ （１９９２） ．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Ｗａｇｅｓ １９６３ － １９８７： Ｓｕｐｐｌｙ

ａｎｄ Ｄｅｍａｎｄ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Ｔｈｅ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１０７ （１）， ３５ － ７８􀆰

Ｋｏｎｇ， Ｄｏｎｇｍｉｎ， Ｓｈａｓｈａ Ｌｉｕ ＆ Ｊｕｎｙｉ Ｘｉａｎｇ （ ２０１８ ）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ａｂｏｒ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Ｃｈｉｎａ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５０， ２７３ － ２９３􀆰

Ｚａｍｍｕｔｏ， Ｒａｙｍｏｎｄ ＆ Ｅｄｗａｒｄ Ｏ􀆳Ｃｏｎｎｏｒ （ １９９２ ） ． Ｇａｉｎｉｎｇ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Ｔｈｅ Ｒｏｌｅｓ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Ｄｅｓｉｇｎ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ｖｉｅｗ， １７ （４）， ７０１ － ７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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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Ｃｈａｉｎ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ａｂｏｒ Ｄｅｍａｎ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Ｍｉｎｇ Ｊｕａｎ１， ２ ＆ Ｌｉ Ｑｉｏｎｇｘｉａ１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１；

Ｋｅｙ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Ｄａｔａ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ａｄｖａｎｃ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ｏｎ ｌａｂｏ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ｈａｓ ａｔｔｒａｃｔｅｄ ｗｉｄｅｓｐｒｅａｄ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ｍｉｃｒｏ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 ａｄｏｐｔｓ ｔｈｅ ｐａｎｅｌ ｄａｔ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ｓｔｅ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ｉｎ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ａｎｄ Ｓｈｅｎｚｈｅｎ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１ ｔｏ

２０２０ ｔｏ ｓｔｕｄｙ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ｂｏｒ ｆｏｒｃ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 ｔｈａｔ，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ｋｆｏｒｃ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ｄｕｃｅｓ ｔｈｅ ｄｅｍａｎｄ ｆｏｒ ｌｏｗ⁃ｅｄｕｃａｔｅｄ

ｌａｂｏｒ ｗｈｉｌｅ 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ｌ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ｍａｎｄ ｆｏｒ ｈｉｇｈ⁃ｅｄｕｃａｔｅｄ ｌａｂｏｒ， ｏｐｔｉｍ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ｋｆｏｒｃ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ｈａｓ ａ 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ｓ， ａ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ｓａｌｅｓ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ｓ，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ｗｏｒｋｆｏｒｃｅ ｊｏｂ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Ａｆｔｅｒ ｒｏｂｕｓｔｎｅｓｓ

ｃｈｅｃｋｓ ａｎｄ 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ｒｅｍａｉｎ ｒｏｂｕｓｔ􀆰 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ｔｅｓｔ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ｈｅｌｐｓ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ｅｄ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ｂ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ｌｙ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ｐｐｌｙ ｃｈａｉｎ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ｌｙ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ｏｐｔｉｍｉｚｅ 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ｃｈａｉ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ｗｈｉｃｈ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 ｔｈｅ ｄｅｍａｎｄ ｆｏｒ ｈｉｇｈ⁃ｓｋｉｌｌｅｄ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ｕｓ ｐｒｏｍｏｔｅｓ ｔｈｅ

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ｋｆｏｒｃ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ｌａｂｏｒ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ｍａｋｅｓ ｔｈ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ｍｏｒｅ ｉｎｃｌｉｎｅｄ ｔｏ ｈｉｒｅ ｈｉｇｈ⁃ｓｋｉｌｌｅｄ ｌａｂｏｒ ａｎｄ ｒｅｄｕｃｅｓ ｔｈｅ ｄｅｍａｎｄ ｆｏｒ ｌｏｗ⁃ｓｋｉｌｌｅｄ

ｌａｂｏｒ􀆰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ｆｉｎｄｓ ｔｈａｔ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ｍｏｔｅｓ ｔｈｅ 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ｂｏ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ｌａｒｇ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ａｎｄ ｈｉｇｈ⁃ｔｅｃｈ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ｍｏ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ｏｆ ｓｍａｌｌ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ｕｍ⁃ｓｉｚｅ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ａｎｄ ｎｏｎ⁃ｈｉｇｈ⁃ｔｅｃｈ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ｌａｂｏ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ｃｈａｉｎ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ｌａｂｏｒ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ＪＥＬ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Ｊ２１， Ｊ２４， Ｍ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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